〝名〞在中國上中古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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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中國士人而言，〝名〞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涉及道德行事和語言文字，這是士人最關心也最切身的問題。道與德等抽象觀念與意義能不能被有效的傳達？語言與文字所能傳達的又為何物？如果語文不能有效的傳達道德等價值觀念會產生什麼影響？如果語文能夠有效的傳達道德等價值觀念又將如何？這些問題在「道常無名」與「成事正名」等主張中浮現，亦在「言不盡意」與「深察名號」等命題的討論中拓展其內涵。是以〝名〞的探討一方面將關乎個人內心深處最細緻的意念，另一方面又與帝國之建立密切相關。名在古代文化中既然如此重要，我們便應更進一步的探討其實際內涵。
然而西風東漸，學者多從西方邏輯角度來闡發〝名〞之內涵者。最早實因翻譯上的需要而使〝名〞與〝邏輯〞產生關聯，如明末（西元一六六三年）李之藻與葡萄牙傳教士傅汎際便將《亞里士多德辨證法概論》一書書名譯為《名理探》，書中明謂「絡日伽為名理探，即循所已明，推而通諸未明之辨也」。
此後並出現一批以「名學」為名的翻譯與著作書籍，如《名學類通》、《名理學》、《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等。在此翻譯風潮基礎上，胡適便更進一步的以西方邏輯來說中國名實，而於一九一七年寫成了《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一書，而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亦以〝邏輯〞與〝名學〞對應。
於是，中國之〝名〞與西方之〝邏輯〞不再只是翻譯上的語詞對應，而是中西學術與文化上深廣的對應。此後亦出現了一大批以西方邏輯觀點研究中國之〝名〞的書籍，如郭湛波《先秦辯學史》與汪奠基《中國邏輯思想史》等。
這類研究固然順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需要，從而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名〞有了新的邏輯內涵，但也形成一些新問題，因以〝邏輯〞釋〝名〞雖有新意，亦有間隔，
畢竟，我們不能將邏輯等同於名，是以我們也不能僅據邏輯探討〝名〞之內涵。

那麼我們將如何探討？如果我們的重點放在文化意涵的理解，那麼，我們探討的視野不是應先回歸到名所產生之社會文化本身？如果〝名〞之文化意涵乃是紮根於當時之社會文化，則探討豈非應以當時之文獻與論述為基準來進行？又如果社會文化在變遷之中，那我們的觀察，不只是理解的內容，也是理解的基礎，豈非也應隨此變遷而變遷？至少，我們不必先以任何一個外來觀點為我們進行理解的基礎，譬如〝邏輯〞，因為這種觀點對於當時用〝名〞的人沒有任何必然的需要；至少，我們也不必採取一種固定觀點或超越於歷史變化的角度進行研究，譬如〝邏輯〞，因為據以觀察的社會文化在持續變動。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滿足上述要求？我們憑什麼去捕捉已經過往的社會文化？又憑什麼能同時捕捉現象之持續與變化？

在此，筆者嚐試追蹤〝名〞之語辭內涵與用法，以語文學的方式來完成觀察。因為一個語辭的內涵與用法實即觀念的具體表現，且必與當時之社會文化緊密結合，事實上，我們應該說這個語辭或觀念的內涵是從當時之社會文化中產生的，是從當時使用者之生活需要中浮現的，因此語辭內涵必然反應文化內涵，故而掌握了〝名〞之語辭內涵與用法便掌握了〝名〞之觀念在當時之文化意涵。又因為語文與社會文化的緊密關聯，是以名之內涵將隨社會文化之歷史變遷而變遷，並且反映其中的持續與變化。這不僅因語文反映文化，而且因為語文本身就具有持續與變化的特質，如果語文沒有持續的內涵，便將失去溝通與傳播的功能；而如果語文沒有變化的特性，便將失去表現與創新的作用。

順著持續與變化的脈絡，對〝名〞之探討將到南北朝時告一段落。因為在古代知識分子的持續關注下，〝名〞雖隨著時代文化而變遷，卻也在〝名〞與文化互動的脈絡下持續發展，故而變遷並不是一種隨意的發展，而有著知識分子強烈的參與。參與中，前代的相關議題與意見不斷被提出討論，重新詮釋，並繼續發展，從而形成〝無名〞與〝正名〞兩大主張。而〝名〞之觀念則隨此兩大主張而向社會體制與人心意識內外兩個面向去擴張，到南北朝時，〝無名〞與〝正名〞兩大主張得到融合，是以〝名〞之內涵的變遷也隨此發展而告一段落，
於是，基於探索對象本身的發展，研究時代將以上中古為主。當然，另一個實際的考量也是因為一篇小文章不適於論述太多的內容。
而在社會文化的觀察脈絡下，我們的論述仍將配合歷史時代以劃分階段的方式進行。雖然，沒有任何一種觀點的變遷是突發的，但劃分階段便於筆者論述與讀者理解，是以仍有其實質之需要。更重要也更本質的是，我們的整個觀察乃是在具體的文化脈絡中進行，雖然不可能產生前後變遷一分為二的情形，但在變化的速率上確實有快有慢，當時代的政治社會發生劇變之時，從此文化中生成之觀點也必然產生劇變，特別是一個與道德政治有密切關聯的概念，是以從先秦到東晉末年再參照〝名〞的實際發展，我們將分成西周與春秋時期的名命階段、戰國時期的名實階段、秦漢時期的名教階段與魏晉時期的名理階段來描述。階段間確實的分期點有時有點模糊，甚至一段時期的歸屬也令人迷惑，如春秋時期該歸於名命還是歸於名實？筆者暫以老子、孔子為一個分期的標點，故將春秋歸於名命時期，但此類問題是還有值得商榷之處，只能等到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討論。
至於每一階段的討論將從語辭進行到文化，並分成觀念內涵、社會作用與操作管道三個層次來進行。首先是以語辭為基本線索，就古代文獻之論述來掌握此觀念在當時所扮演的觀念角色；其次探討此一角色所具有之社會功能與作用；最後則再跳至前述問題之外，來觀察〝名〞是在怎樣的運作下扮演其角色發揮其作用的。因為每一時代之社會文化並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具體存在之物，是以將名放在社會文化中觀察必然有其具體流通的管道，這個管道必須符合其觀念內涵，亦須符合社會功能上要求。反過來說，這種操作管道即是名的觀念內涵在社會文化中的具體表現，一旦相應的操作管道不能維持，其觀念內涵亦將改變。是以我們的研究是以〝名〞之語辭表現為基礎出發，但不限於此，而將向外追索及整個文化中的內涵。
希望這篇小文章能對〝名〞在上中古的變遷作一點釐清。一方面能增進我們對古代〝名〞的認識，另一方面或許還能銜接現代學術中的符號研究。當然，要以這麼短小的篇幅進行簡要而周全的介紹並非筆者能力所及，是以這篇文章本身還有許多需要檢討與修正的地方，期望各方專家不吝賜教，並也因此而開始注意名的問題，那麼，這篇小小文章雖不完美，但也有了一點點正面的作用。
二、名命

從早期的語文使用來看，〝名〞本具有〝命〞的涵意。是以古籍中二者常通用，亦常相互訓解。如《左傳‧桓公二年》謂：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文中「命之曰仇」、「命之曰成師」、「古之命也」與「今君命太子曰仇」中命字皆與名通，故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而在「名以制義」的敘述脈絡中〝名〞的用法又不僅限於單純的人名，而具有一般名號、名稱、名言的涵意，是可知，此時對名的理解乃在一名字、名稱、名號融通不別的範疇下進行，是以可從個人姓名之名論述到國家政治，故《國語》「言以信名」、「名以成政」下韋昭注即謂「名，號令也」，「號令所以成政也」，
蓋號令即王命，名即命也。是以《書‧呂刑》「乃命三后」
《墨子‧尚賢篇》引作「乃名三后」，
而《管子‧幼官》「三年，名卿請事」、《管子‧任法》「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
《呂氏春秋‧察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
等亦皆是名命通用之例。故《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謂「名之為言鳴與命也」，
《說文‧口部》謂「名，自命也」，
《廣雅‧釋詁三》謂「命，名也」，而王念孫《廣雅疏證》更直謂「命即名也」，「名、命古同聲同義」。
 

而從古代命名一事來看，〝名〞實際上扮演了傳遞〝命〞的角色。因為名在古代即由上而下命之而成。有父命子，如《左傳‧宣公三年》載鄭文公「生穆公，名之曰蘭」、
《禮記‧內則》「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楚辭‧離騷》「肇錫余以嘉名」；
有君命臣：《書‧呂刑》「乃命三后」、《左傳》「王命諸侯，名位不同」；
有官命物，如《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有時，名甚至有天命而成之神祕色彩，如《左傳》成季「友」、
「仇」、「成師」
與《國語》「黑臀」
等命名故事所見。
而《國語》所載箕鄭「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之語雖有固定之言說語境，
亦未嚐不可視為名乃由上而下命之而成的明白表現。名若不信合其命時，則非「令名」，故不善，蓋〝命〞即〝令〞也。
是以名與命義雖有同，亦有所不同，從命名來看，〝命〞偏於動作，〝名〞偏於表現，名可說是命的傳遞者。

落實於具體文化中，則此名命時期之命主為王命，名主為王名。這可以從稍後的文獻紀錄中見出，無論是制名、用名或護名的主要人物都是王者，蓋王者承天命，以王名傳達之，故得握有與名相關的所有權力，而成王命。故《左傳》載季文子之言謂：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從「主藏之名」一語可知早在西周初年名已成為君王專屬，他人不得分享，亦不得竊用，君王得專志維護其名，故又有「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等總總論述。
故《韓非子》主張「君操其名」，
特稱君王之名為「上之名」、「上名」，
《中庸》亦擴而言之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名既專屬君王，在實質文化中自然可視為王名，而王名所傳達的自然便是王命。

而王者重〝名〞實因其傳遞王命之巨大政治功能。蓋君主依名立則，而「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可知，名乃建立文德事功之基礎，而周人正賴文德立國，如何能不重名？是以周穆王欲征犬戎，祭公謀父諫謂「先王耀德不觀兵」，於民之德性財用應「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故邦內邦外「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
在祭公謀公的話中我們再次見到周人的文德傳統，及其與名的密切關係。而《左傳‧桓公二年》師服謂「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國語‧楚語》范無宇謂先王「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
《左傳‧襄公廿四年》鄭子產謂「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荀子‧正名》謂「跡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禮記》與《儀禮》謂「名者，人治之大者也」等等，
均徹底表露了名於完成最高政治理想的關鍵作用。

於是王者護〝名〞急切，自身亦敬慎處之，比之禮制律法。因名一旦「賴姦之用」，為他人竊取篡改，則非令名，則「為大凶德」，《荀子‧正名》則闡述得更詳盡，其文謂：
	
	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



〝名〞並不是由百姓大眾隨意而生之名稱，而似律法，具有「符節度量」衡量制度的功能，名是王者所定之一種標準，故一旦為民所亂則「人多辨訟」，是以亂名乃大姦，將得罪。《禮記‧王制》則說得更重，「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反過來王者自身亦謹慎小心的維護〝名〞這樣一件國之利器，是以古代王者「制名」，後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
於邦國諸侯者則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每九年即先諭令書名一番，然後十有一歲才「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蓋周人承天命代商，制禮作樂，名作為命的傳遞者正為有效的執行禮樂律法制度，是以《儀禮》處處可見「以名服也」，而名之本身即可視為一種制度，故而主張「道恒無名」的老子也不能不承認「始制有名」，因為這是一個事實而非一種想像與觀念。

關於君王護名與處名中最重要而又最知名的行動與主張就是〝正名〞了。《禮記‧祭法》載「黃帝正名百物」，
事跡久遠，難定是否屬實，但晉文公「正名育類」則當不假。
至於正名中最著名又最重要的一段話莫過於《論語‧子路》之所載，其文如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段話不但彰顯了〝名〞於為政的先決功能與廣大的影響範疇，而且指引出一段不求正名的歷史悲劇。（參論語集釋，以說明衛政不正名的事實影響。）。此乃孟子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是以「孔子懼，作《春秋》」， 
蓋「《春秋》以道名分」。
而此正名主張直延續至春秋以後，如孟子即承孔子正名而主張淫辭邪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故在「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世道下「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此外若《黃帝四經》「名正者治，名奇者亂。正名不奇，奇名不立」、
《管子》「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等均主張正名，
甚至好弄口舌如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亦是「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
是以，名在具體文化中之諸種表現再次說明了〝名〞乃命之傳遞者，此命當然是特指王命。
名命的相關權利雖集中在君王個人，但真正運作還得依賴整個官府機構，並以王官為實際操作者。也就是說，當名是王命的傳遞者時，王者的意志透過名傳遞到政府各個階層與單位，然後由王官依命行事。在《周禮》中，則王建邦後由大宰、小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等佐王治事，由宰夫將此典法貫徹於實際吏治，令百官府「待乃事以聽王命」，於是可以想像王官待事聽命的操名情境，如《天官》宰夫考百官「物辟名者」、庖人「辨其名物」、內饔「辨體名肉物」、獸人「辨其名物」、酒正「辨五齊之名」；
《地官》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名其社與其野」、「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肆長「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司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
《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辨六齍之名物」、「辨六彝之名物」、「辨六尊之名物」、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典瑞「辨其名物」、司服「辨其名物」、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典路「辨其名物」、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以神仕者「辨其名物」；
《夏官》匡人「掌達法則……以聽王命」、山師「掌山林之名」、川師「掌川澤之名」、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兵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大司馬「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司弓矢「辨其名物」；
《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冬官》匠人為溝洫「各載其名」。
《周禮》一書所述是否為周時制度之實況學者早已疑之，但王官各司其職，依其職守之需要或掌物名，或辨名物，則無可疑。即以現代公務員之情形設想，政府官員若不識名則文書往來如何運作？故周代官府產生了大量的文官。
而在王官操持名命的所有情狀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史〞所建立的文書系統。因為〝史〞即特為名命而成之官，所謂「史，掌官書以贊治」，
即當是「進秉筆，贊為名命」。
若暫依《周禮》細論之，則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以先王名命所成之書考辨執協禮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協行現今王命，內史則「掌王之八枋之法」、「執國法及國令之貳」、「掌敘事之法」、「掌書王命」、「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外史則「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另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
而冢宰之大宰即「贊王命」，小宰「以聽王命」。
也就是說，史官所為全屬「贊為名命」，據典冊法則將王命以名傳逹於天下，然後記錄天下之事回報給周天子，以待王治。
而為了維護此一文書系統之效力，文書保管與文字書寫亦由史官職掌，史官保有所有政府之文書檔案，故若邦之大盟約大史、內史「受其貳而藏之」、大比登民數內史「貳之」，
頗類今日公文檔案管理。
至若書寫公文亦有統一書寫標準之需要，此事雖未見先秦古籍，但《說文》載「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
則或可視為古代遺風。然「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或者即為統一史官之書寫而成，
甚至，文字這種符號就是史官特為傳遞天命與王命而造的。
故知，史官操持名命與庖人山師等為成就實事而掌辨名物不同，掌名辨名就是史官之正職，若無史官所建立的文書系統，周天子一人又要如何有效統治偌大王朝？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史官「贊為名命」充滿著強烈的監察作用。在將周天子之命令從王室傳達至天下四方的過程中，史官亦負有監察王官執行之責，此事最為明顯的表現在〝策命〞之禮上，〝策命〞即〝冊命〞即〝策名〞，就天子而言是冊命，就王官而言為策名。史官協助天子完成策命之禮，而受策命者既受賞錫，便當忠於王所冊命，當然，若是諸侯冊命之臣，自是忠於諸侯之命。
故鼓子之臣夙沙釐謂「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
若夫差有僭越之心，自稱吳王，則是「淫名」，因「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而在平常，受命者所為則有史官書之，故謂「史不失書」、
「史不絕書」，
而此舉動實在具有強烈的糾察作用，故魯莊公不依先王之訓而如齊觀社時，曹劌即謂「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待哀姜至，魯莊公又不依故禮，而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時，宗人夏父展亦謂「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
最有名的，當然是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的故事，《左傳》謂：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崔杼弒君，當然非禮，是以太史志之。而從崔杼接二連三殺之與史官接二連三繼之的情況來看，崔杼畏懼史記之情顯然，史官「君舉必書」之志亦顯然，同時，史官之作業恐怕自成系統，除了世代相傳外，不同氏族之史官亦可相互支援，從而構成大而周密消息靈通的書記網絡，故宋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衛甯惠子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
或者，我們可以想像，當周天子勢力未墜時，王命由史官傳至各王朝各地後，便再由史官監督與導正受命者，受命者所行合乎冊命則褒之，不合冊命則貶之，然後再將天下四方所記傳於王廷，故《周禮》謂「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至秦，則有御史諸官專掌監察。

故知史官書記乃以傳遞王命為主，而有褒貶之〝書法〞。因為史書的目的非為客觀而冷靜的事實記錄，而以王命之價值為依歸，故得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書寫法則以傳達史官的監察結果。《左傳》載：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這段話常為學者所引證，而我們在此要強調的是「趙盾弒其君」的王命意涵。因為，從客觀事實來看趙盾並未弒其君，實際殺死晉靈公的是趙穿，而趙穿雖為趙盾昆弟，但從《左傳》敘事來看，當非為趙盾主使。蓋晉靈公不君，厚歛彫牆，觀人辟丸，輕殺宰夫，趙盾諫而患之，先使鉏麑賊之，又以伏甲攻之，趙盾乃倉惶出亡。真正糟糕的是晉靈君，但被追殺的反是趙盾，是以從人格與事件發展來看，趙盾當非主謀，於是我們看清楚了，太史與孔子均知趙盾無涉於靈公之死，太史所以書「趙盾弒其君」的理由全出於禮制上的考量，居正卿之位，但「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故書之。此即〝書法〞，史官依據王命所成之禮制進行判斷，然後書之。有關〝書法〞的具體內容或許不易確定，
但是史官以王命為標準進行有規則的書寫，則應無可置疑。藉著有法則的書寫以監察諸侯百官，贊為名命，可能才是古代史官的本色。若從名的角度來看，則因史官掌書名，而名關乎價值，是以史官在詮釋或書寫時就無法不涉及價值判斷。

故從上述角度而言，上古史書的主要作用乃在褒貶以顯名命。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只講對了一部分，它是史官所建立的公務文書，但基於監察糾舉作用，史書亦必含褒貶義法，是以古人論《春秋》無不從價值判斷的角度著眼，如《莊子》「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春秋善胥命」。
孟子亦謂：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顯然，在孔子與孟子的眼中《春秋》以「義」為重，是以孔子明知《春秋》為「天子之事」而仍竊之，實在是因「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故不得不為以使「亂臣賊子懼」。
此乃孔子以私人身分贊為名命，「以制義法」，
是以「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而《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君子亦謂「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此二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則知古代史書實為史官監察糾舉之文字紀錄，此一紀錄不僅是為了通報訊息與中央，更可直接贊治，而成為名命運作中重要之一環。

由上可知，〝名〞在中國文化中最初乃以〝命〞的傳遞者自任。而從西周初年至春秋末年，命的主要內容乃是王命，於是〝名〞乃成為古代政治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由王官操持，特別是史官，以發揮強大的法律與制度功能。然周室東遷，禮文崩喪，名命傳統雖未全然消失，卻也大為動搖，至孔子作《春秋》，王命已然不行，於是諸子起而自命其名，以責其實，〝名命〞之名因而轉生成〝名實〞之名，由此，而在戰國掀起〝名〞另一階段的發展與變化。
三、名實

周室衰微，王命不行，名的命令作用自然受到衝擊。如前舉鼓子之臣夙沙釐守策名委質古法，實已出於個人之選擇，而非周室之力量所能約束。類似的情形在《左傳》與《國語》中記載極多，是以在春秋末年老子提出了「道恒無名」，孔子提出了「成事正名」以為反省。
老孔之反省本有其歷史淵源，因為在此之前名即已是「德之輿」，而「德以處事」，但是老、孔的省思則將〝名〞的論述重心從命令轉移至道事，
從而在天道與人事所建立起來的價值範疇下名成為價值的表徵，名譽、名聲、功名等語辭便開始流行。

於是在戰國時期，〝名〞成了〝名實〞之名，其角色從命令的傳達轉化成價值的表徵。墨子應是最先開啟這個轉化工程的人，〈非攻下〉謂：

	
	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文中〝名〞與〝實〞對舉，而「譽義之名」實承此文先前所述「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而言，
一如〈天志〉「順天之意」行「天德」之事則加以之以「美名」與「名譽」，
換句話說，此處與名對舉之〝實〞乃概括天道與人事等價值之詞。更重要的是，墨子之論名實乃出現在「白黑之名」的辨證論述中，雖當「以名舉實」，
但名與實各自獨立，「名不必實，實不必名」，
蓋「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
名所表現的不一定是真的實，實所擁有的亦不一定是適當之名，故當「察名實之理」。
墨子雖然以〝實〞概括道事而成就〝名實〞一詞，但是並未建立單一的名實關係，於是〝名實〞一詞的確立不但說明名的角色從命令的傳遞轉變為價值的傳遞，而且得以成為大家共通之術語，建立起相關命題的討論平台。
墨子之後，先秦諸子亦多以〝名實〞一詞討論名與道事的相關問題。如《黃帝四經》「名功相抱，是故長久。名功不相抱，名進實退，是胃失道，其卒必有身咎」；
《管子》「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莊子》「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尹文子》「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以定事，事以檢名」；
《荀子》「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
《呂氏春秋》「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韓非子》「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等等均是，
則知諸子之辨證名實乃是在道事所成之價值範疇下進行的，此價值範疇實傳承名命治天下而來，而名一旦表實而傳遞價值，則美名、名譽、名聲、功名等詞彙自然興起。

但在不同的價值取捨下〝名〞的價值色彩不同，與〝實〞之關係也相異。如墨子重天志，人當「愛人利人，順天之意」，
故其名乃功名，其〝實〞乃功利，以為「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
從而講求「功名蔽天下」。
而「名不必實，實不必名」，名實為二，但名可成為有效的表實工具，所謂「以名舉實」，蓋「舉，擬實也」，
「告以文名，舉彼實故也」；
又如《黃帝四經》重道法以成事，使「見知天下而不惑」，故需〝名〞，
蓋「有物將來，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
待「物自為名。名形已定，物自為正」，
「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形名聲號矣。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
此即黃老形名清靜無為的根本方法：「名自命也，物自正也，事自定也」。
於是《黃帝四經》的〝實〞乃指事物之真象，而自名之〝名〞則由此實所生，應當反映此實之價值，使「美惡有名，逆順有形，情偽有實，王公執之以為天下正」，
以「達於名實相應，盡知情偽而不惑，然後帝王之道成」。
而《莊子》則好道不重事，而「形形之不形」，故「道不當名」，
蓋「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是以「異名同實」可也，只是約定俗成的表實符號，名實相離，實為二物，彼此間沒有任何必然之關係，而在價值上，當然是實為主名為從，是以「名者，實之賓也」；
至於《荀子》則重人事以成王道，而在〈正名〉篇中主張「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以求「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明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是以荀子的名乃人為制定之王名，其實，則指王者事物之實，以成王道，以通王志。雖「名無固實」，但「名有固善」，只要使「異實者莫不異名」，「同實者莫不同名」，則可「名聞而實喻」，
成就王業，於是一反莊子之名賓實主，荀子建立了由名定實的關係。在戰國諸子繽紛的思想發展中，名的價值色彩與名實關係也得到各式各樣的發展。

然而不管諸子學說有多不同，名實之〝名〞身為價值之傳遞者，也就在社會文化中形成各種稽核檢約的作用。因為所有事物的價值與意義都是無形的，無形的東西只能靠抽象的名來表示，而這抽象的名與事實符不符合便只能在名上檢定，是以若《墨子》即以名審度君民，「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使「名譽至今不息」。反之，則名為「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並亦「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此即天志「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之所為。
蓋「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故當「督以正，義其名」，以〝名〞之實際操作完成度量作用；
而《黃帝四經》亦審名以稽察萬物，所謂「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刑」，
 蓋「天正名以作」，「天地立名，[萬物]自生，以隋天刑」，是以「名正者治，名奇者亂」，
 故欲「審三名以為萬事稽」，以「達於名實相應」，使「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
 《荀子》則守名約以稽事實，蓋「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故謂「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如是，則聖王與民可「共其約名以相期也」。若「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則「是非之形不明」，
或「惑於用名以亂名」，或「惑於用實以亂名」，或「惑於用名以亂實」，則「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若《莊子》亦以名論道，但非依據名言內容修道，而是依無名之程度論道，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是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知言者乃真知道，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者乃似知道，知言而言者乃不近道，
所謂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也。
 至於「循名責實」云云更是散見於諸子書中，蓋名有形，是以若欲進行價值判斷，不管是正向或反向，則必循名以檢之。很明顯的，為了有效的發揮檢核作用，語言文字正式成為名實問題的一環。

又為了具體實踐自己的名實理論，戰國諸子掀起了熱烈的〝辨說〞活動。名不再是王官的特權，亦不再以史官的書寫活動在社會上操作，而解放為全部士人所共有，由諸子以一種極端自由的型態在社會上傳播，自由思想、自由遊走、自由辨說，空氣中充滿著自由的氣氛，而四處辨說的遊士們則受到王公與民眾的敬重，因為他們掌握了語言文字，掌握了名，即掌握了價值，於是可以布衣而論道議事。士人從帝王前屈膝之臣子一下子翻身變成王者恭敬禮遇的對象，養士之風起，王公貴族處亦自然成為遊士辨說的集會所，甚而成立學宮，稷下學宮即由此而成，稷下學說亦由此而成，稷下學者則相互激盪，「不治而議論」。
更重要的是，在辨說活動之社會型態外，諸子還依其價值取捨與社會立場對語言文字的操作模式、媒介特性與傳達功能進行辯論，各自為其辨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操作模式。

建立辨說模式的重點則是在將抽象無形之價值化為具體有形的語言文字。如《墨子》在「以名舉實」的主張下建立了言之「三表」，以「古者聖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實」、「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判斷言語的價值標準，
「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
無形之天志因而轉化成具體可操作的模式。又因「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的標準，文字傳之久遠的媒介特性受到了特殊的重視，在「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
以記錄「愛人利人」與「憎人賊人」者的約束功能外，文字又增加了明辨眾言的功能，因為「先聖六王之親行」「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
先王文字成為價值凝固的化身，於是「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
「欲傳其道於後世」也成為可能；
《荀子》則更重聖王文字，蓋「聖王之文章具」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但因「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故士君子不能不辨說，「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而「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
於是價值便由聖王之「道」而「心」而「說」而「辭」的一層層轉化為語言文字；而《黃帝四經》則偏重將天道轉化為語言，蓋戰國社會變化劇烈，新興之物層出不窮，「事如直木，多如倉粟」，
「滑民將生，年辯用知，不可法組」，「恐或用之以亂天下」，唯語言的變動性能快速反應實況，使「萬物群至，我無不能應。我不臧故，不挾陳。鄉者已去，至者乃新」。
而言語雖多，只要「一言而止」，「循名復一」，使「百言有本，千言有要，萬[言]有蔥」，便可「民無亂紀」，蓋「一者，道其本也」，於是「毚民皆退，賢人咸起，五邪乃逃，年辯乃止」，
無形天道便轉化為千言萬語；至於《莊子》則在老子「正言若反」的主張下大行其「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
蓋「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聖人書乃「古人之糟魄」，
聖人言當「得意而忘言」，
故「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而「充實不可以已」。
在諸子的努力下，語言文字因而以各種型態化身為各種價值，進入名實問題的核心，使名實之名徹底建立起與王官名命完全不同的活動型態。

然而隨著秦帝國之一統天下，各式各樣繽紛燦爛的名實理論全部匿跡，〝名〞的角色、作用與操作模式也開始轉向。這一方面是因為政治的一統；另方面則因價值要求定於一尊，此乃《莊子‧天下》所謂「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否則「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術將為天下裂」，而「天下大亂」。
而在價值一統的歷史潮流中，〝名〞則成為〝教〞的化身而開啟了兩漢的〝名教〞時期。
四、名教

劉邦建國後，〝教化〞長治久安的功能便成儒者稱說的首要之務。蓋秦之武功盛於三皇五帝，卻難傳過二世，故高祖一得天下，叔孫通便謂「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陸賈亦「時時前說稱詩書」，以為「文武並用」方為「長久之術也」。
至賈誼又陳治安之策，以「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皆教化使然，故當「定經制」，「以禮義治之」，「移風易俗」，使「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中道若性」，「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則可「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董仲舒更謂「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因「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用也」，而亂教之秦則「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此後漢儒無有不重教化者，若《鹽鐵論》則更將教化推為至高無上之原則，而以之決定國防、外交、經濟、內政等諸多國家政策。

然而〝教〞之真正得立於漢廷乃在於〝名〞，於是名又從指實之名轉成教化之名，扮演起傳教的角色。這得歸功於董仲舒，其著名的〈天人三策〉謂「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則教化不僅是一種政治實務，教化是王者承天命的象徵，是「受命之符」，是「天之令」，「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於是王者成為整個宇宙之中心，「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就王者而言，這實在太過癮了，如何能不立教？然立教何依？先秦士人已隱約指出依名立教一途，不過所指之名僅是名命或名聲之名，
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則擴大了名的範圍來進行論述，其文謂：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



在此，名成了「聖人所發天意」，名號乃「鳴號而達天意者」，「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既如此崇高神聖，自然可以成為教化的依據與根源，故《說文解字》謂「教，上所施，下所効也」，上所施者即名也，下所效者即號也，合而言之則是以名為教也。是以〈深察名號〉一篇乃由篇首之說名而說至篇末之王教化性，歸結於一語，則是前引〈天人三策〉中之「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故又謂「名生於真」，「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
「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
在董仲舒的理論下，名通天命與王道而使教化有了具體的依據，王教因此得以施行，名在兩漢亦擁有了神聖的地位，後世所謂之名教已然成形。

名既是天命與王教的化身，便成為建立價值的正確標準，因而在社會文化中起著分別是非與維持整體秩序的正〝義〞作用，以名分導正人心、規範事物與建立行為倫理，此即「名義」。故《春秋繁露》謂：
	
	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而不亂，名之義也。



也就是說從天地萬物到古今人事皆順名義，以名正義，這是名的真義，蓋「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
「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名義也」，
而「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
故聖人為《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
是以「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
而《說文解字‧序》「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
云云與《釋名‧序》「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等亦皆為名義教化觀念之反映。
 

於是兩漢多有推定名義之典籍與據典籍推定名義以議事者。如《禮記‧大傳》謂：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在此，母婦之名的推定關乎婚禮交接之會的尊卑次序問題，故此下鄭玄謂「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又如董仲舒《春秋決獄》謂：
	
	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沽養乙，雖非已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在此案中，甲非乙親生父，但甲養乙，故有父之名義，故與父同，而「父為子隱」乃《春秋》之義，故依照名義以經誼論處是非，甲無罪。這種名份綱常的議定非常重要，因為整個漢代教化都建立在此基礎上，若父子名義不定，則許多法令禮教皆無法執行，則宣帝地節四年二月詔「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與五月詔「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二條的執行皆將生亂。而西漢昭帝時雋不疑以《春秋》名義斷衛太子事更轟動一時，故大將軍霍光謂「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此後宣帝甘露三年開石渠閣會議，「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
會議內容則記錄成《五經雜議》、《書議奏》、《春秋議奏》、《禮議奏》、《論語議奏》等。
東漢則有章帝如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以今日所見《白虎通義》一書而言，全在推名定義，當亦為推行教化而行。而私家著作如應劭《風俗通義》亦是依經句說經義義正風俗，則知議定名義已成風氣。

值得注意的是，漢儒還發展出形訓、聲訓等學術方法來議定名義。蓋聖人所書之名「厥意可得而說」，
故如〝王〞之一名，即其形而言則「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
從字形之分析來說其名義；即其聲而言則「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遍；德不能匡運周遍，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
從聲音之關聯來說其名義。事實上整本《說文解字》即是漢儒形訓有系統的記載，而整本《釋名》則可視為漢儒聲訓有條理的呈現，如此豐碩而龐大的學術工作自非一、二人所可力致，亦非偶然為之所可，而是經由一種特定的正名活動累積而成。然聖人已死，聖人發天意所為之名實際上只見於經書文字，故而正名便轉成了正字，揚雄所謂「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於是漢儒便以經書為據而一次一次的展開其正字活動。
而漢儒之正字乃具有群體性、組織性、持續性、具體性與官方色彩之活動。這可以從以下十次較重要的正字活動中見出：第一次為「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第二次乃「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第三次是「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第四次是「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第五次為「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第六次「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第七次則為？帝時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第八次是安帝時永初四年鄧太后令馬融等五十餘人校書東觀「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蓺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第九次為安帝建光元年許慎《說文解字》奏上；第十次為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
每一次正字活動都以具體的書籍形式呈現成果，而上承《史籀篇》、《倉頡篇》，從《凡將篇》到《杜林蒼頡故》
、《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續訓纂篇》、《說文解字》以及「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蓺術」校定本等等都是承先啟後跨越兩漢而持續了數百年的工作，雖然，成果或由數人寫成，但整個工作則是經由成千上百的儒生議定而成，最後，經由皇帝定奪而確立，因為皇帝即是王教之發端，即是名教之大教主。於是戰國諸子在反覆辨說中所形成之自由、獨立的性格在此種大一統的名教正字中消磨殆盡，在此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學術活動下，名教的名義因而獲至堅實的基礎。

然而推行名教真正重要措施還是在建立學官，培育儒生。蓋「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
故董仲舒〈天人三策〉謂：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於是武帝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又廣招博士弟子員，由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而文學掌故又可「補郡屬」，
武帝並「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武帝後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昭帝後宣帝又「增倍之」為二百人，宣帝後元帝則五倍之而「設員千人」，元帝後成帝則又三倍之而「增弟子員三千人」，
平帝時王莽更在員外另增弟子人數。於是儒生階層興起，成為兩漢施行名教的推手，進入地方為官，則建立起〝循吏〞的典範，
於是天命所發聖人之〝名〞便真的隨著千千萬萬的儒生而流化天下，移風易俗，教育元元。

然至東漢末年〝名教〞便疲弊不堪，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於是士人開始轉求性理。因為〝名〞的特質既在分別與持續，自易形成割裂與僵化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名〞再怎麼說都是人為的，即使可以化性，藉著「積習漸靡」而「入人不知」，「常然若性」，
也只是「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實際上則是因為「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若欲「物全理順」，
則當「越名教而任自然」，
求事物自然之性理，於是名的角色又轉換成了〝名理〞之名。

五、名理

為解決漢末名教虛偽弊病，〝理〞因而開始受到士人之重視。在名教虛偽的風氣下，董仲舒「明教化民，以成性也」的理想徹底幻滅，蓋教終究是心性外事，實與人之性理有別，故王充《論衡‧本性》已指出「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且「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
「名理者必效於實」，
故掌握人物真正才性就變得非常重要，然而如何掌握？「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
劉劭將理概分為「道之理」、「事之理」、「義之理」、「情之理」而成人物「道理之家」、「事理之家」、「義理之家」、「情理之家」，
蓋「理多品而人異也」，故「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
於是以性理為核心，魏晉士人開始注重各種事物之〝理〞，特別是道之理。

而〝理〞乃是透過〝名〞才得以掌握，於是名從名教之名轉換成了名理之名。此事仍以掌握人物性理為具體內涵，而以道理為終極關懷。如劉劭謂「中庸之德，其質無名」，「偏至之材，以材自名」，
即是起始於道，而自名說人物才性之理。
而「好論才性」，「常論才性異同」
的傅嘏「善名理」，
嘗撰《四本論》傳「才性同異」
之鍾會亦「精練名理」而著有《道論》，
甚至如夏侯玄謂「道本無名」、何晏謂「無名為道」等亦皆關乎聖人才性。
至王弼仍如是，故〈老子指略〉謂：

	
	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也。凡名生於形，未有形生於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謂之聖，聖不得謂之仁，則各有其實矣。



王弼清楚的點明「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而辯此名理，則為人物「仁不得謂之聖，聖不得謂之仁」。甚至〈老子指略〉通篇皆可視為人物品評之論，蓋其為文亦是始乎論道而終乎人物，乃為反省名教「父子兄弟，懷情失直，孝不任誠，慈不任實」之弊而言，與劉劭《人物志》和夏侯玄與何晏之論如出一轍，故《晉書‧王衍傳》謂何晏、王弼「以無為本」、「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
至於此期盛行的言意之辨亦與人物才性有密切關係，故歐陽建〈言盡意論〉載「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言不盡意為證，而其主張「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則再次證明了〝名〞在魏晉時期已然成為理的化身，
直至范縝〈神滅論〉仍以名論理。

而名一旦成為材性之理的化身，便在此時期發揮起選舉與交際的評鑒功能。於是針對人物定〝名〞論〝實〞之風便自然興起，
一如王符所謂「名理者必效於實」，王弼亦謂「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此後《抱朴子外篇‧名實》與《顏氏家訓‧名實》等專通名實之篇全在論人物之名實。至於定名論實之相關記錄更是不勝枚舉，如《謝承書》曰「太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
則知漢末時郭泰已然，至魏晉則有王戎目「幽然深遠」之山濤，
而言「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若《晉陽秋》亦載大中正王濟名孫楚事謂「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
從《後漢書‧黨錮傳序》「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可知這種論定名實下立名目的舉動具有交際與選舉的功效。故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何晏、鄧颺、夏侯玄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以為「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又王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
後敦果為逆；又周浚「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以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而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後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至於王含、王應父子事件更顯交際識人之重要。《世說新語》載：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王含若有王應之識而投江州刺史王彬則何致沉江餵魚？則知魏晉士人之名理具有選舉、交際等實際功能，善則得福，惑則致禍。

而相應於名理之選舉交際，魏晉時期便產生了一批〝名士〞。這批士人在此名理盛行時期因鑒識才性而有名，亦因為人賞譽而有名，故謂之名士。而東漢中晚期名自名的說法亦已興起，如班固《漢書‧律曆志》「名自名也」、《中論‧貴驗篇》「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睹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說文‧口部》「名，自命也」、《人物志‧體別》「偏至之材，以材自名」，於是從漢末人物品評逐漸發展而來的魏晉名士基本上便成了「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的自名之士，
名不再來自於王者，而由士人團體內部自定，於是士人結黨聚會，相互品題，並在言不盡意與言盡意的討論下，以語言為主要媒介進行評比，從而產生了魏晉名士所喜好的清言活動。

在〝清言〞活動中，名士們名理論道，表現自己，亦鑒賞他人。
如何晏為吏部尚書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在這場清言活動中王弼反覆辨難充分的表現自己，而為選官又能清言的何晏則鑒賞得人，而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於是以弼補臺郎，
薦於大將軍曹爽。《世說》另載有「三語掾」一事，其文謂：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



王衍以阮脩三語而選之為掾，則阮脩僅以三語清言便充分的完成了自我表現。其後衛玠嘲之，則又在三言、一言與無言之間衛、阮二人便得彼此鑒賞而相與為友。至若許詢與王脩相苦、張憑遙判於末座等等，
 皆是在清言活動展現名士才性的佳例。

而為了表現才性，名士們又在清言活動中發展出各種操作語言的模式。藉著言者對語言主動的操作，而不是語言固定的內容，表現了言者自身的才性與價值，如無言與詭辭等，
蓋「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故「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是以「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故有《世說新語》載：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此次清言描述了支、王二人互較高下的情形。蓋〈支道林集妙觀章〉謂「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旨在說空無，故王坦之便先以「無言」示己之高，支遁則以「默而識之」反制，最後，王坦之則因支遁的法師身份而舉《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中文殊見賞維摩詰無言的典故再次反制支遁，蓋在此典故之中「文殊有言於無言、淨名無言於無言」，是以文殊讚賞維摩詰，故僧肇注謂「有言於無言，未若無言於無言」，蓋「跡有淺深」也。
故在支王二人一次又一次的相互反制之中清楚的展現了「言者」在清言中的關鍵地位，「言者」乃藉其操作語言的態度來比較彼此才性的高下。而以言語態度見言者高下早有《莊子‧知北遊》知與泰清問道故事說明，是以名士多有以「無言」自高之舉。至若樂廣之「辭約而旨達」、
王衍之「口中雌黃」等，
亦是充分操作語言的語境與變異特性來表現言者自身之價值。於是名士們日以繼夜的談，從清言之中談出自己，從清言之中談出人生，亦從清言之中談出各種操作語言的特殊模式，超越於語言的描述功能，而毫無拘束的表現了人物自然之才性。

然而名士雖在清言中相互學習與品評，卻也在曰以繼夜的清言中走向浮華，於是〝名理〞時期結束。蓋語言雖是一個人機智與才性的最佳表現，但是長期的光說不練，亦易使人從世事中萎縮，故至東晉時雖仍有謝安這等可定邦祚之大名士，但亦開始出現一批中看不中用的無能名士，如謝萬，「才器雋秀」，「工言論，善屬文」，但「受任北征」則「狼狽單歸，廢為庶人」；
如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為風流談論者所宗」，但為中軍將軍欲發北征時竟墬馬，後大敗亦廢為庶人；
再如簡文帝，應對機警，然執政二十八年卻無所建樹，桓溫廢海西亦只能「泣下數十行」，
見田稻不識，回去卻又說出「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的大道理。
故《晉書》謂其「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
故《抱朴子》謂：
	
	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攬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



而王羲之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之言，
至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則直謂「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言語再也不是人物材性的流露，名再也不能擔負掌握材理的任務，於是名理時期結束了。

六、結論

以上，我們以〝名命〞、〝名實〞、〝名教〞、〝名理〞四個階段論述了〝名〞在上中古的變遷。而在每一個階段的論述中描述名在該時期的核心涵意、社會作用與具體的操作管道。首先是西周與春秋時期的〝名命〞階段。名在此期乃是王命的直接代表，具有禮法制度的作用，而以史官為核心發展出一套具體操作的政府文書系統，以執行王命；其次是戰國時期的〝名實〞階段。名在此期乃是一切價值〝實〞的傳遞者，具有稽核檢約的作用，而由諸子遊走各國，在熱烈的辨說中以各自的論證模式發揮功能；之後是秦漢時期的〝名教〞階段。名在此期扮演了教化人心的角色，具有分別是非維持秩序的正義功能，而由儒生在大規模的正字活動中建立穩定的基礎，透過經學而為帝國建立起大一統的意識型態；最後是魏晉時期的〝名理〞階段。名在此期變成人物性理的化身，具有強烈的選舉交際功能，而由名士在各種型態的清言活動呈現，以展露自然之姿。而在每個階段不同的核心涵意、社會作用與操作管道中，我們清楚的看見了〝名〞在變遷中所展現的豐富內涵。在這個成果下，我們得以進一步的整理出名這個概念的相關範疇、社會文化作用與操作方式。

首先，只要交互比較此四階段，便可發現，名這個概念是以〝價值〞與〝表述〞構成，而由〝知識分子〞推行於社會文化中。是以上述四個變遷階段在單純的時間關聯下還具有內涵上的關聯，後階段的內涵往往是從改革前者出發，是以具有反面的參照價值，如名命階段中由史官有系統執行的王命大一統價值到了名實階段便成了諸子百家辨說不休的分裂道術，以從各個文化層面對前階段的價值進行反省；而名實階段的諸子百家紛然爭鳴百年之後又發現天下需要一個共通的價值觀，於是名教興起，透過儒生群體整理經子百家諸藝而塑造出聖王價值，以正名為基礎而教化四方百姓；而四百年後名教已陷於僵化虛偽，於是名理興起，以自然無形之道針砭人物，名士因而形成，在一場又一場的清言之中表現自己。而在這種歷史時間的直接關聯外，內涵上還有錯綜的繼承關係，名教即相當程度的繼承了名命階段的成果，因此二者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命與教並皆暗示了價值由外在加諸個人身上的一種過程，二者皆在以名將君主大一統的價值觀點傳播至四方百姓，皆重文字，利用定形之文字將名傳之久遠。名理亦相當程度的繼承了名實階段的成果，因此二者亦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實與理並皆暗示了價值由個人定奪而呈現於外的可能性，二者皆以名將個別而多樣的價值表現於外，皆重語言，利用語言的便利性以配合個別情境變化與表達。於是在此四個階段之相互參照下，〝價值〞、〝表述〞與〝知識分子〞三個與名密切相關的範疇也明白顯現，王命、道事、王教、性理等屬於價值範疇，語言文字屬於表述範疇，而史官、諸子、儒生與名士則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於是，〝名〞這個概念的組成範疇因而得以釐清，以後各時代的變遷亦皆不出此等範疇。

其次，也由表述價值的功能，名得以在社會文化中成為建立帝國與深入人心的利器。因為道德意義等價值無形，而語言文字等表述有形，於是個人之外的價值得以透過名進入人心，而人心自然之情性亦得以透過名而自然表現於言行。故而只要利用名將無形之價值轉換成有形的表述，便可建立起大家共同認定之價值內涵，再以有形之表述分別名分，建立名義，而化為文字傳播四方教化百姓，每個人的言行舉止便有所依據而得以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社會，帝國於焉形成；反之，亦可以飄忽不定的語言或反反覆覆的詭辭來表現個人內心深處不可化約的性情，破解所有固定的事功、行為、制度與組織，而遮現最細微而難以言語的自然之道。於是我們在實際的變遷中看到名在文化中無孔不入，既廣大又精微的作用。

最後，則是在價值表述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名在不同階段中所呈現不同的操作管道，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名的操作者：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在討論價值的問題，信仰價值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在討論語言文字的表述問題，並使用語言文字來表述；亦是知識分子建立起整個操作管道，並進入此一管道中作用。信仰天命，便有仰觀天象俯察萬物的史官以受天命之王者為中心建立起整個政府文書體系，以史記正命；追求道事，便有思慮不停的諸子遊走各國闡揚自己的學說，以辨說爭實；重視教化，便有苦讀經書重視禮樂的儒生以人道為核心形成教學管道，以正字立教；追求自然，便有談論不休的名士成群結黨時時聚會雅集，以清言見理。因此，就名的操作而言，知識分子既是授者也是受者，既在不同時代為名建立起不同的概念內涵、功能作用與操作活動和管道，也在不同時代形成各種不同型態的知識分子：信仰的價值不同、表述的方式不同、交際活動的方式不同。

而在今日，對〝名〞的研究或可銜接現代的〝符號〞研究。因為〝符號〞亦是以有形之聲音或形狀來傳達無形之意義或概念，故有與名參照理解的可能性，古代之名可以概念內涵、文化作用與操作管道來掌握，現代之符號可能亦可以；古代之名有價值、表述與知識分子三個相關範疇，現代之符號可能亦有。而符號在美學、文學、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或文化研究上具有重大意義，是以，對〝名〞的研究便也在現代學術中充滿各種可能。我們可以從古代名對文學的影響來看現代符號對文學的影響，可以從名對社會的影響來看符號對社會的影響，可以從名對心性的影響來看符號對心理的影響，更可從名對士人的影響來反省符號對知識分子的影響。

最後，期望〝名〞真的能成為大家重視的研究對象，並進而形成一股研究潮流，那麼，這篇文章便將成為這股潮流中的一粒小水滴，安然的處身於大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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